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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坚决摒弃虚浮之风，用实

干实绩诠释政绩真谛，为后人立起了精神标杆。一个个年代、一

桩桩轶事、一次次阐述，藏着一位伟人有关“政绩观之问”的质

朴而滚烫的答案。这答案已写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卷之中，这

答案已写进山河大地、融入民族的血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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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年，毛泽东在韶山一农户家里。



人民利益是政绩的根本标尺

1944 年的延安，黄土坡上的一孔窑洞里，简陋的油灯下，

美联社记者斯坦因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

毛泽东的回答斩钉截铁：“人民给的！”他进一步解释，这权

力并非来自法理条文或枪杆子强制，而是“靠人民的信任，靠当

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这段对话并未随记者团的离去而终结。1945 年，在延安干

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起这段话，并将“权力来源”升华为了

“政治委托”理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

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里，“政绩”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或显

赫的工程，而是“为了谁”这一根本立场的试金石。1945 年，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由他主导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不仅是对 24年革命经验的总结，更是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政绩观立下的一块界碑。毛泽东在谈及这份决议时，斩钉截铁地

指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

是标准。”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

我们把目光转回到 1933 年 4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从江西瑞金叶坪迁驻沙洲坝，毛泽东也住进村中。村里流传着令

人心酸的民谣：“有女莫嫁沙洲坝，天旱无水洗头帕。”乡亲们世



世代代喝的是村口池塘里的“万人脏”——洗衣、洗菜、饮牛乃

至涮马桶都在同一塘水中，浑浊不堪，极易致病。

“必须在村里打一口井！”毛泽东的提议遭到了村中几位老

人的强烈反对。当地迷信风水，传说沙洲坝是“旱龙”的地盘，

动土挖井会断了龙脉，招致灾祸。面对村民的恐惧，毛泽东没有

强行命令，而是幽默地开解道：“老人家莫怕，挖井是为了大伙

有干净水喝。真要是有旱龙爷怪罪，就让他来找我毛泽东，我个

子高，我顶着！”这句风趣又充满担当的话，打破了僵局，引得

哄堂大笑，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说干就干。1933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选定井位，第二天一

早便挽起袖子、卷起裤腿，带头破土。战士们和村民见状，纷纷

扛起锄头加入。工地上一时间热火朝天，毛泽东一边劳动，一边

与乡亲们拉家常，毫无架子。

然而，第一口井挖出后，水虽多但带有土腥味，村民不愿喝。

毛泽东没有气馁，他仔细查找原因，发现是井底未做过滤且离坟

场太近。他立刻拍板：“重打一口！”在池塘另一侧的新井位，他

不仅亲自指挥，更做起了“技术指导”——让人准备木炭和沙石。

当挖到五六米深、清泉涌出时，毛泽东亲自下到井底，一层木炭、

一层沙石地铺设滤层。这一细节，在场的群众无不深受感动。

新井的水清澈甘甜，彻底结束了沙洲坝人喝脏塘水的历史。



1934 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企图填埋这口井，以

断绝人民的念想。但沙洲坝群众冒着风险，与敌人展开了“填与

挖”的拉锯战，硬是用生命护住了这口井。

1950 年，乡亲们修缮水井，正式命名为“红井”，并在旁边

立起石碑，刻上那句家喻户晓的话：“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

念毛主席。”如今，这口直径约 0.85 米、深约 5 米的红井，已经

成了瑞金红色旅游的地标。

再把目光转到 1944 年 9 月 5 日，陕北安塞山中。绵绵秋雨

中，一座炭窑轰然塌陷，将年仅 29 岁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

永远埋在这片土地上。

消息传回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沉默良久，然

后对前来汇报的警卫队队长古远兴作出 3 条指示：“一、要把张

思德同志遗体挖出来，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二、搞一口好棺材，

运回延安；三、要开个追悼会，我要去讲话。”

9 月 8 日下午，延安枣园操场上，土台上方悬挂着挽幛：“向

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这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

台下，千余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战士和群众肃立。毛泽东

臂戴黑纱，亲手将题有“永垂不朽”的花圈敬献于张思德遗像前，

现场一片肃穆。

没有讲稿，毛泽东在临时搭起的土台前，发表了一段即兴演



讲：“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

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毛泽东接着引用了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

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

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

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嘱咐秘书将演讲整理成文《为人民服务》，

随后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

一篇因追悼普通士兵而生的演讲，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初

心使命的经典宣言。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为谁创造政绩？答

案清晰而坚定——为人民的利益。



△ 1942 年 3 月，毛泽东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手迹。



实事求是是检验政绩的试金石

走进中央党校，一眼就能看到一块醒目的石碑，上面刻着“实

事求是”4 个大字。这不仅是校训，更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

为党立下的规矩。当时他兼任校长，为了把干部从“死读书”的

教条主义中拉出来，特意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8 个字，

要求学员必须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真问题，不

搞空对空的理论游戏。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正值湖南乡间年关，毛泽东

顶着“糟得很”的舆论压力，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开始了

为期 32天的实地考察。他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

5 县农村，行程 700 余公里，不仅“走马观花”，更在祠堂、庙

宇和农舍里“下马看花”，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开调查

会，仔细听他们讲打土豪、办夜校、破迷信的实情。

在醴陵先农坛的阁楼上，毛泽东连续几晚点着马灯听取汇报；

在衡山白果乡，他专门走访祠堂，肯定妇女打破族权“坐席吃酒”

的革命行动。这些脚沾泥土的一手见闻，让他得出了与汉口、长

沙绅士圈截然相反的结论。回到武昌后，他依据实地核验的数据

——农会会员约 200 万、农村贫农占 70%（其中赤贫占 20%，

次贫占 50%），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精准刻画了农村

的阶级图谱，有力论证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论断，为



党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930 年 5 月，红四军进驻赣南寻乌。在短暂的休整间隙，

毛泽东没有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带着两个当时最棘手的难题

——“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城镇商业状况”，一头扎进了这座

三省交界的小城。这一扎，就是 20多天。

毛泽东请来了杂货店老板、破产商会会长、苏维埃干部等各

色人物，一谈就是十几天。他不仅听，更亲自跑到盐店、杂货铺、

圩场，去问米价、看布匹、算细账，和农民、商人同吃同住。他

甚至把一家杂货店经营的 131 种“洋货”名称、进货渠道、利润

空间都摸得一清二楚。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笨功夫，让他第一

次真正读懂了小城市复杂的商业内幕和阶级关系。他常说“调查

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把调研视为决

策的唯一基础，坚决反对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

这些看似琐碎的柴米油盐数据，最终成了苏区政策坚实的基

石。基于这次调查，毛泽东彻底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区别，否定

了“一刀切”的激进做法，制定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

并明确要保护中小商人的正当利益。这些政策精准击中了群众的

实际痛点，让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真正分到了实惠，巩固了

革命根据地。

寻乌调查的实践，直接催生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光辉著



作。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了那句著名的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

言权”。他痛斥那些“成天闭着眼睛瞎说”的教条主义者，强调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1941 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

告。这不仅是整风运动的序曲，更是一次对全党思维方式的“硬

核”重塑。他尖锐地批判了那种“闭塞眼睛捉麻雀”式的主观主

义，强调要在我们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态度。

很多时候，党性的缺失并非源于立场动摇，而是败给了“想

当然”的工作惯性。1941 年 8 月，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

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将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粗枝大

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

到了 1945 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的口头政治报告将这一理

念推向了极致。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不”原则——不偷、不装、

不吹，要求全党建立一种“实报实销”的老实文化。他特别反感

战报中的“注水”现象，为此甚至提议发一道通令：“各地打仗

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在他看来，懂得一寸就讲一

寸，这种对事实的绝对敬畏，才是共产党人最硬的底气。这种“有

一说一”的作风，不仅关乎战果统计的准确性，更关乎党在人民

心中的信用基石。

政绩不是上级封出来的，也不是报表填出来的，而是群众投



票投出来的。

△ 1956 年，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

清正廉洁是政绩的政治底色

在毛泽东看来，“廉”与“绩”从来不是割裂的选项，而是

必须熔于一炉的政治底色。

1927 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转移。当时部队

成分复杂，纪律涣散。行至江西遂川荆竹山时，正值秋收季节，

有些饥渴难耐的战士顺手就挖了老乡地里的红薯充饥。

这在战时或许只是小事，但毛泽东却看到了隐患：一支侵犯



群众利益的军队，永远得不到真心拥护。在部队上山前的动员会

上，他站在“雷打石”前，宣布了三条铁律：行动听指挥、不拿

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这“三大纪律”的起点，低得让人动容——它没有高喊口号，

而是直白地告诉战士：连群众的一个红薯都不能拿。到了 1928

年初，部队在遂川县城过旧历年，又暴露了新问题：有的战士借

了老乡的门板睡觉，第二天不主动归还；有的说话粗鲁，甚至没

收小商贩的货物。针对这些细节，毛泽东又补充了“六项注意”，

其中特别强调“上门板”“捆铺草”。

“上门板”与“还门板”虽只一字之差，用意却深了一层。

因为战士们归还时常常张冠李戴，把新门板还到旧门框上。改成

“上门板”，就是要求战士不仅要还，还要帮老乡把门板安装好，

恢复原状。这种近乎“洁癖”的纪律，让老百姓第一次发现，这

支队伍是“自己人”。

后来，随着部队转战赣南、闽西，纪律条目又根据实际情况

演变为“八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等

细节。这些琐碎的“规矩”，最终汇聚成人民军队的钢铁纪律，

也成了政权公信力的基石。

如果说纪律是对外的承诺，那么节俭就是对内的硬约束。

1932 年前后，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严酷的经济封锁，财政极度



困难。2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通令，号召开展“节俭经济运

动”，明确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这场运动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有具体的“铁腕”措施。一

是抠细节：机关办公提倡“人走灯熄”，文件起草尽量用废纸反

面，连信封都要用毛边纸自制。中央政府甚至规定，不急用的经

费不用，能省的开支尽量省。二是严惩处：对于贪污浪费，苏区

法律惩处极为严厉。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的训令，其中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1932 年，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

污公款、杀害军医、贩卖人口。尽管谢步升背景复杂、查处阻力

巨大，毛泽东仍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公审判决。谢步升的伏法，

打响了苏维埃政权反腐的第一枪，向苏区军民昭示：在这面红旗

下，没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

毛泽东本人更是带头过“紧日子”。窑洞里的灯火，是延安

动人的风景。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曾连续七天七夜几乎

未眠，油灯耗尽便病倒，但他心里装的却是“省油”二字——思

考时把灯芯拧小，写稿时才拧亮。这微弱的火苗，不仅照亮了中

国的未来，也照出了领袖的克己，照亮为官从政的作风。

生活上，他更是“抠门”到了极致。按规定，中央领导每月

伙食费仅二元九角，他严格遵守，甚至将公家发放的新棉衣一再



退回，穿着打补丁的旧衣过冬。卫士们心疼他，用打到的银狐皮

做了件大衣，他却笑着说：“把这‘宝贝’出口到国统区，给部

队换点紧缺物资吧。”在他心中，少领一件棉衣，前方就多一颗

子弹；领袖的体面，远不如战士的温饱重要。

面对封锁，毛泽东没有坐在窑洞里发号施令，而是扛起锄头，

在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

点燃了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热潮。

政绩的厚重，往往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领袖与人民同甘共

苦的细节中。1940 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慰劳，蒋介石在重

庆设 800 银圆的豪宴款待，意在争取海外支持。然而，这种奢靡

做派反而让陈嘉庚深感“与抗战时局不适”。

他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前请他吃饭。桌上仅有一盆

毛泽东自己种的青菜、一碗邻居大娘听说有客送来的鸡汤，外加

一碟咸菜，总计花费不过一元五角。这顿粗茶淡饭与重庆的玉盘

珍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嘉庚由此洞察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差异，

发出了“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的感慨，看到了“兴国之光”。

这顿饭，吃出的不仅是统战效果，更是“延安精神”的具象

化。

1942 年春，延安。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与妻子草明收到

一封不同寻常的信——毛泽东邀他们“惠临一叙”。在杨家岭的



窑洞里，毛泽东与这对夫妇促膝长谈。当草明提及文艺界存在宗

派主义、不够团结时，毛泽东神情专注，立即指出：“这是个原

则问题。”他深入剖析，认为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并

坚定地说，唯有走进工农兵、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来信，郑重委托他们“收集反面的意见”。

欧阳山和草明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在研究室翻查书籍杂志，悉心

整理不同观点，将各种“反面”材料仔细标注，一一呈送毛泽东。

几乎同时，性格刚直的作家萧军，也成了毛泽东重点关注的

对象。萧军原想远行采风，避开可能发生的争论，但毛泽东却再

三挽留。从 4 月上旬到下旬，毛泽东多次去信，甚至说“我派马

来接你”，恳切希望他留下参与讨论。被诚意打动的萧军最终留

了下来。在与毛泽东的深夜长谈中，两人推心置腹，毛泽东许多

关于文艺革命的想法，在这样坦诚的交流中逐渐清晰、升华。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主动邀请了何其芳、周立波等鲁艺教师

前来交谈，耐心倾听文艺界的各种声音与困惑。他仿佛一位细致

的“听诊者”，不回避任何争议，尤其珍视那些不同的甚至对立

的看法。因为他深知，真正的方向，只有在充分倾听、反复思辨

中才能找到。

正是经过这样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尤其是对“反面意见”的

虚心搜集与思考，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根本问题已然成竹在胸。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上，毛泽东那句“为什

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如灯塔般照亮

了前路。这一历史性结论的背后，正是那个春天里，一位领袖对

“异见”的真诚尊重、对沟通的极度耐心，以及对文艺工作者们

饱含温度的引领与期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这段“倾听异见”的往事，为“政

绩为谁而树”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处。以民为尺，唯实为基，

清廉为底，这是毛泽东的政绩观密码。

（作者余玮，系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会副会长兼高级研究员、中

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武汉东湖学院特聘教授）


